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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视域下死亡赔偿秩序的演变

李 飞

内容提要：本文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了死亡赔偿制度的发展历程，其原始复仇、自由赔

偿和强制赔偿三阶段也是国家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强社会—弱国家

或无国家”、“国家与社会制衡”以及“强国家—弱社会”三种关系形态。国家在与社会的互动博弈中逐步占

据了主动，在死亡赔偿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以国家为主导的赔偿秩序的形成。不过作为一个连续统，国家的

力量虽然在不断增强，但也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

关键词：国家；社会；死亡赔偿；秩序；演变

引言：从“侵权责任法”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至今已七年有余，在国家对侵权赔偿尤其是死亡赔偿等方面法

律、法规日益完善的同时，“命价”特别是“同命不同价”事件的屡次出现依然会成为人们议论和关注的焦

点。①就死亡赔偿而言，从《民法通则》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再到《侵权责任法》，国家除了在法律规定上日益精细，也在逐步突破既有体制框架的限制，将相关

的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声更多注入其中，与社会的互动日趋频繁。如《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就规定：“因同

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虽然我们在法理上对该法条有多重阐

述，但至少可将其视为对社会舆论的某种正面回应。应该说，在死亡赔偿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家与

社会的关联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更迭，死亡赔偿形式及其相关秩序发生了

诸多变化。在这期间，国家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与社会的互动中逐步占据了生命“定价”（pricing）的主

导权。所以，我们尝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将死亡赔偿制度置于这一解释框架中，并以其为关键索

引来系统梳理死亡赔偿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从中窥探国家与社会范式在这一涉及人的至关重要制度中的

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李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社会学、军事社会学。

① 如2015年5月7日，25岁的河南农村小伙王超杰在青海打工时，为救落水工友和另一名下水救人的工人同时遇难。事后他的家

人被告知，王超杰和另一位救人遇难的工友由于户籍身份不同，分别得到了施工方19万和40万的赔偿。详见《生命，不该以户籍定价》，

《郑州晚报》，2015-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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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社会”：一个理论命题和分析框架①

自国家尤其是主权国家出现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直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多重联系。而作为一个理

论命题在国内学界广泛应用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单位制改革和全能主义国家（total state）放权的社会背景

下。20世纪 90年代该框架对“社会”的强调有所延伸，一些诸如城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领域”

的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夏维中，1993；邓正来，1997；梁治平，2003；黄宗智，2003；等等），力图来解决

“国家—社会”之间的张力，并形成了“家国同构论”、“乡村自主空间论”、“国家/社会连续统论”、“国家/第
三领域/社会三元模式论”等代表性观点（参见郑卫东，200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框架的解释效度在

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基础上，即承认国家或社会可以摆脱对方而独立自主②，但问

题的关键在于国家与社会是否可以分离（梁治平，1996：7-29）。在此，我们借用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

一书中的观点对该框架隐含的前提做一点简单回应。波兰尼研究的主题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其核心命

题之一是“经济嵌入社会”。他认为，本应附属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市场经济如若发生“脱嵌”将导致社会的

灾难。但该书还有一个潜在的主题是政治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经济脱嵌的前提，政治也无法从社

会中脱嵌，否则必然遭致社会的全面抵抗。“社会不是受国家法律支配的，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使国家服从

它的法律。”（波兰尼，2007：96）国家应为社会来保驾护航，否则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背叛（黄志辉，2016）。

因此，无论是全能主义国家还是社会的守夜人，国家都应该是社会的守护者。国家嵌入社会，二者从来就

不是分离的，对其理解更应该从双方的互动关系入手：即社会既可以被国家改造，国家也深受社会的影响，

从而破除两分以建立“社会中的国家”的立场（邓正来，1998：286-287、291；张静，1998a），而这种理念也导

引了国家与社会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除强调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及彼此间的互动外，“新取向”还触及该框架的另一个致命硬伤，即改变以往

研究将国家或社会视为“整体性”和“均质化”的特点，认为这可能是“铁板一块”的虚妄，进而承认它们各自

是一个非统一或非均质性的组织体系。③换言之，国家各个部分嵌入社会的情况是有差异的，其中心和边

缘部分同社会各群体互动时有不同的形态、特质和结果，加之国家与社会各自能动灵活而非机械的行动，

导致二者之间边界的变动与模糊。“国家的作用依靠它的不同部分与社会不同部分的联结，当他们互相面

对的时候，各种推力和拉力影响着双方的控制领域，这些领域的边界模糊而又经常移动。”（张静，1998a）因

此，在这一研究框架的关照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各自的行动实践包括其内部的矛

盾冲突等元素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④

①“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中外学者对此有诸多述著。作为考察死亡赔偿制度演变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对其做一

简述。

② 如张静（1998a）将其概括为“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

③ 事实上，这一研究取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关系/事件”分析视角的影响（郑卫东，2005）。
④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也对“国家—社会”这个起源于西方的理论命题能否直接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保持了特有的审慎。如梁治

平曾借用梁漱溟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界线不清，国家消融于社会，社会与国家相浑融”等观点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并提出了“家—国—

天下”、“公—私”、“官—民”三组概念范畴来展现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不同侧面（梁治平，1996：21-23）。张静从秩序论证的立场出发，

即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在权利、边界和交换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表达了对这一框架适用性的疑问（张静主编，1998b：2-3）。杨敏也从

长时段的历史文化比较中分析出具有中国理念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杨敏，2011）。

“国家—社会”视域下死亡赔偿秩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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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家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有博弈、竞争与合作，也必然存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不过这种此

消彼长的关系并非全然是线性的，也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二者之间的关系本就异常复杂，出于理论

简化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可以将“国家—社会”框架视为一个连续统。“国家”一端代表集权的单一国家统

治，国家权力有能力完全渗透至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实现全能式控制；而“社会”一端则代表社会有其自

身的治理逻辑，不需要国家的法律、暴力等工具就能实现自我统治，其理想状态是无政府主义。但在历史

与现实中，秩序的维系既不可能完全停在“国家”一端，也不可能完全停在“社会”一端，国家与社会的交融

互动、竞争博弈才是常态。而其间涉及的国家与社会双方的力量增减、权利边界和实践特征等问题又是学

者关注的焦点。这些都为本文考察死亡赔偿制度的形态与演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为更好地适应研究的需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历史长时段的镜头中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分和

延展。基于国家①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在韦伯理想类型的意义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

大致划分为“强社会—弱国家或无国家”、“国家与社会制衡”以及“强国家—弱社会”三种形态。尽管这种

分类有简化现实之嫌，但以此为透镜将死亡赔偿制度置于相对具体的历史坐标之中，可以更为系统地梳理

这一制度及其相关秩序的演变。

二、“国家—社会”视角下死亡赔偿制度的形态与演变

众所周知，生命对于人来说有最高之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恢复性。康德曾言：人的生命“没有

什么法律的替换品”，也“没有类似
··

生命的东西”（康德，1997：166）。②生命一旦丧失，便没有任何方法将其

挽回。因此，与生命直接联系的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础，“是每个人所必须拥有的权利”（米尔恩，1995：
158）。作为对生命和生命权的保护，死亡赔偿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人类早期社会的“血

亲复仇”、“同态复仇”，到后来的赎罪金制度，直至近现代死亡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③在死亡赔偿制度

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赔偿方式或生命定价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而伴随这种变化的是定价主体的相

应改变。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实践特征及其在死亡赔偿制度中的角色变化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这一制度的发展走向。在国家产生之前，死亡赔偿主要体现为个体（部族）—个体（部族）之间的关

系。而在国家产生之后，这种个体—部族之间的关系逐渐为个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其代替的深

层原因之一在于国家大幅度强化了公共裁判权力。换言之，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随着社会力量的

式微，国家作为一个关键定价主体参与到了死亡赔偿的过程中来。

（一）强社会、弱国家或无国家状态下的“命价”与赔偿

从死亡赔偿的发展形态看，人类早期社会由受害人所在的部族对加害人的部族进行“复仇”，即“以命

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这一阶段普遍的生命救济和赔偿形式。正如庞德所言：“以复仇或报复为形

式的惩罚是一种最古老的保护利益和维护权利的方式”（庞德，1984：114）。这种方式大致经历了血族复

① 此处是广义上的“国家”概念。

② 引文着重号为中译版本所有。

③ 有学者从侵权责任方式的角度进一步将其划分为“私人报复——协议赎罪金——法定罚金诉——（罚金与赔偿）混合诉——损害

赔偿诉”（叶秋华、刘海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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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等时期。

血族复仇被视为一种无节制的、原始本能的私力救济方式，指的是整个部族为受害者复仇，其结果往

往会导致部族间的大规模厮杀，甚至部族灭绝，这在摩尔根眼里都是超出常规的表现。正如恩格斯指出，

当时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

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1995：95）。而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血族复仇逐

步让位于血亲复仇。血亲复仇指的是只有受害人的近亲而不是整个部族为之复仇，但可以对加害人近亲

或家族的任何成员实施报复。①不过就其残酷性和对社会的破坏力而言，较之以往已经小了很多。到了原

始社会后期，血亲复仇又被同态复仇所取代（梁兴国，2010）。

相对血族和血亲复仇，同态复仇更为严格地执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生命定价原则，“你只
·

能一眼

还一眼、一命还一命，而不能两或三眼/命还一眼/命”（米勒，2009：26）。②可见，同态复仇具有明确的限制

性和对等性。在复仇主体上，一般限定为死者的近亲属；在复仇对象上，同态复仇将对象一般限定为加害

者本人；在复仇程度上，则要使加害人受到和他施加给受害人完全等同的伤害。应该说，这种曾被法律认

可的复仇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有限复仇，是从原始的自发状态发展为社会能加以控制的复仇，体现了一种社

会的进步和理性（霍贝尔，2006：130、308）。对此，有论者才会说：“人们逐渐习惯了不是向氏族或全家复

仇，而只向犯罪者复仇，而且这复仇限于严格的报复——以打击还打击，以死还死。”（拉法格，1963/1978：
76）从赔偿的归责原则来看，同态复仇实行的是单一结果责任，即只根据侵害结果来决定责任的最终承

担。有损害就意味着有责任，不会去考虑加害者的主观意图。换言之，在这里区分过错程度是没有意义的

（叶秋华、刘海鸥，2006）。从上述的复仇程度或定价标准来看，同态复仇显然坚持的是一种“对等性”或者

更确切地说是“对等性丧失”的原则，将身体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即受害人失去的，加害人自然也要失去。③

如带有同态复仇遗风的《汉穆拉比法典》（2000：91、92）对冒犯自由民（阿维鲁）④所进行的处罚规定：

第196条：倘自由民损毁任何自由民之眼，则应毁其眼。

第197条：倘彼折断自由民﹝之子﹞之骨，则应折其骨。

第200条：倘自由民击落与之同等之自由民之齿，则应击落其齿。

其实无论是血族复仇、血亲复仇还是同态复仇，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且这种

义务在伦理上是绝对责无旁贷的，为当时的习俗、规范所认可和保护（瞿同祖，2003：72-73；杨立新，2008：
33；摩尔根，2009：87），这一点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如此。除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外，更重要

的是基于一种原始的公平观念和直觉的平衡意识（高鸿钧，2003），而这种观念意识植根于身体的本能之

中。此外，族群的整体性观念与一体式结构也是厘清原始复仇的关键。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个人对部

族、家族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当某一成员受到侵害，会被视为是对整个部族或家族的威胁，族群成员必须

为其报仇以维护本族的生存和发展。同样，本族成员侵犯他族成员时，族群也必须集体为其成员的行为承

担责任（瞿同祖，2003：74；高鸿钧，2003）。日耳曼部族法也有类似规定：“凡同一父祖所出者，即属于一氏

①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明确指出血亲复仇的渊源出自氏族制度（摩尔根，2009：87）。
② 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③ 德国人类学家图恩瓦尔德针对这种文化现象提出了“行为的对称性”理论。他认为，“行为的对称性构成了报复的原则，该原则深

植于人们的意识中——作为公正的反应——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马林诺夫斯基，2007：13页下注释）

④ 古巴比伦社会的居民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即阿维鲁、穆什钦努和奴隶。

“国家—社会”视域下死亡赔偿秩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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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对于重要之事实上及法律上之行为，皆须取一致之态度。苟有一人受族外人之侵害者，则共同复仇。

侵害外部人者，亦共同任责。”（李宜琛，2003：4）这也被认为是族群的“共同责任”或“集体责任”原则。正是

基于这种共同或集体责任，在面对外族侵害时才逐步演化成一种复仇的形式（张民安，2002：27）。

由此看来，在人类早期社会，或者说在强社会、弱国家乃至无国家的状态下，人命赔偿关系主要发生在

个体或部族与部族之间，其赔偿方式是基于原始复仇的“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如果以现代法律的视野去

审视这种“命价”原则，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民事关系的“赔偿”，只是人们“为了惩罚而惩罚，为了使罪人受

苦而使罪人受苦，而且在他们给别人强加痛苦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指望获得任何利益”（涂尔干，2000：
48）。因此，这种人身制裁方式具有明显的惩罚性和报复性。它是在国家缺位的情形下，依靠部族和个体

的力量来完成生命的“定价”与救济。虽然不会带来任何物质方面的补偿，但是却完成了一种基于原始

“报”观念驱使下的情感释怀和发泄，对亲属灵魂的告慰以及自身心灵的平复。这种情感上的满足对于受

害者亲属而言或许就是一种最好的“赔偿”。可以说，死亡赔偿制度的早期形式是在国家出现之前以及产

生初期，社会力量的一种自然昭示。不过即使在社会力量一枝独秀或者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

下，这种赔偿形式也并非肆无忌惮、毫无章法，而是深刻地体现了社会的自主性意志，反映了大多数人对生

命的理解和在死亡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这对于维系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毕竟同态复仇有较大的残酷性，这对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特别是随

着私有财产的产生，在同态复仇之外，出现了其他的方式来补偿加害人造成的损害，如经过双方协商可支

付赔偿金。即可以用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的“血钱”（lula）这一替代方式来逃避和解脱责任（马林诺夫斯基，

2007：79）。由此，死亡赔偿开始与物质、金钱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只考虑情感的发泄和对侵害的报复

本能。这样同态复仇就逐步向赎罪金制度发展，二者在古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共存状态，死亡赔偿

秩序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国家与社会制衡状态下的“命价”与赔偿

“要么收买长矛，要么忍受长矛”，这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谚语意味着受害人可以在复仇与赎金之间

做出选择（伯尔曼，1993：63）。作为共存时期的一种变通方式，受害人血亲有了自由①选择的权利：要么接

受赔偿，放弃复仇；要么拒绝赔偿，坚持复仇。物质或金钱赔偿的出现是死亡赔偿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大进

步，它在当时注意到了“同态复仇”的残酷，并赋予了受害者亲属一定的主体选择权。也就是说，在与复仇

共存的时期，受害方有权利决定是否选择赎罪金。当然，对于死亡赔偿的数额最初并不是由法律规定的，

而是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但为了抑制受害方选择复仇的手段，在赔偿的金额方面更倾向于受害方，以此

来消解其仇恨。因此，这一阶段的赔偿也并不是真正为了考虑填补受害方的损失，而是加害方对于受害方

放弃复仇权利的报偿（王利明，2004：121；杨立新，2008：33）。“从根源上讲，赔偿在本质上是惩罚性的，其

补偿性只具有从属意义。”（伯尔曼，1993：65）可见，与同态复仇的归责原则相同，这种赎罪金式的物质赔偿

也是采取加害责任原则，即不区分过错程度，仅以损害结果的大小来决定赎金的多寡（叶秋华、刘海鸥，

2006），确保受害方能够得到补偿。与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完全不同，这一时期的赔偿仍然体现着明

显的报复主义思想。它并非严格意义的事后补偿，更多只是为受害方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渠道。正如

有学者所言，“在一个以惩罚主义、报复主义为宗旨，以加害原则为中心的法律体系里，死刑、同态复仇和赔

① 当然这里的“自由”是相对之前的“同态复仇”等形式而言的，这种所谓的“自由赔偿”更多是一种基于习俗或合意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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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这些责任形式之间，除了量的差异，并无质的区别”（王卫国，2000：22）。

美国学者摩尔根曾经详细描述了易洛魁人在赔偿过程中的情形。他讲道：“在易洛魁人以及其他一般

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但是，在采取非常手段以前，杀人者和

被杀者双方的氏族有责任设法使这件罪行得到调解……通常采取的方式是赔偿相当价值的礼物并道歉。

如果罪行有辩护的理由或具备减轻罪行的条件，调解一般可达成协议；但如果被杀者氏族中的亲属不肯和

解，则由本氏族从成员中指派一个或多个报仇者，他们负责追踪该杀人犯，直到发现了他并就地将他杀死

才算了结。倘若他们完成了这一报仇行为，被报仇一方的氏族中任何成员不得有任何理由为此愤愤不

平。”（摩尔根，2009：87）摩尔根描述的易洛魁人解决人命的赔偿方式正处于自由时期，同态复仇与物质/金
钱赔偿均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很显然，相对加害方，受害方有较大的主动性，他们可以选择复仇或接受

加害方的物质赔偿。

此外，罗维也提到了关于印第安人生命赔偿的其他做法，如将“命价”物化为马匹等其他珍贵财产，都

是典型的生命赔偿的物质形式。“在平原印第安人中杀人偿马若干匹，匹数似乎无定，别种过错也可以礼物

赎罪。”（罗维，2006：241）非洲索马里北部的部落还创造了“通赔群体”这种解决事件纠纷的生活类型。“通

赔群体”在阿拉伯语中即为“血债血还”或“作价赔偿”之意。每个成年男子都属于一个“通赔群体”，其基础

是家庭血缘关系。当群体内部成员受到群体外成员的侵害时，由群体出面来提出相应的索赔要求；反之，

当群体内部的成员侵害了群体外成员，则由群体出面赔偿。群体成员会预先规定补偿手段的细节，包括造

成死亡、伤害等赔偿数额或受到此类伤害应得到的补偿数额；同时还规定赔偿或补偿应由群体成员承担或

接受的比例。通常三分之一的赔付最终由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接受或承担，剩下的三分之二分摊到其他成

员身上。这被一些学者视为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合作主义”（布莱克，2002：48-49）。

可以说，通过物质、金钱等赎罪金形式来代替复仇是死亡赔偿制度演变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国家

产生后，物质赔偿的数额开始为法律明文规定，国家作为一个生命定价主体登上历史的舞台。虽然这些法

规如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在规定赔偿数额上还带有明显的人身属性和等级色彩，但已经使死亡赔

偿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向。它在法律意义上将物、钱与生命联系起来，并做出了较为规范的对应，赋

予了受害人要求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客观上也起到了修补受损关系的作用。与此同时，同态复仇依然在一

些法规中得到保留和承认。如《汉穆拉比法典》的很多条款一方面规定了致人死亡的赔偿数额，如“倘生命

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亲族银一明那”，“倘此人因被欧而死，则彼亦应宣誓，如﹝死者﹞为自由民之

子，则彼应赔银二分之一明那”，“倘﹝死者﹞为穆什钦努之子，则彼应赔银三分之一明那”（《汉穆拉比法典》，

2000：20、94）。另一方面，同态复仇制度保留的痕迹也非常明显，如“倘此妇死亡，则应杀其女”，“倘建筑

师为自由民建屋而工程不固，结果其所建房屋倒毁，房主因而致死，则此建筑师应处死”，“倘房主之子因而

致死，则应杀此建筑师之子”（《汉穆拉比法典》，2000：94、101）。类似的规定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较为常

见。如古罗马《十二表法》在第八表第二条就规定：“毁伤他人肢体而不能和解的，他人亦得依‘同态复仇’

而毁伤其肢体。”（周枏，2014：1028）
总之，在国家出现之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氏族整体意识的弱化，社会成员的财产意识、补偿

观念开始强化，对生命的看法和理解在逐步改变，复仇适用的范围也随之缩小。死亡赔偿由之前个体（部

族）间“以命抵命”的原始复仇形式向“复仇或协议赎罪金”的自由赔偿转变。由此，“命价”与物质、金钱联

系在一起。另外，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渐趋与社会形成制衡之势。国家不断从社会夺取公共裁判权力的

“国家—社会”视域下死亡赔偿秩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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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生命损害赔偿的发展（高鸿钧，2003）。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博弈

日趋频繁，边界更为模糊。国家法律对赎罪金的认可有力地冲击了社会原有的死亡赔偿秩序，也在无形中

导引着新的赔偿秩序的形成。不过社会也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其固有的文化传统、文明和风俗等决定了国

家无法完全按照自身意志来改变死亡赔偿制度的发展进程。如对同态复仇的承认本身就是国家对社会自

主性运行规律的默许。反过来，社会也开始参照法律，逐步采用协议赎罪金这种赔偿形式。这是前文所强

调的“社会中的国家”立场的一种最好注脚。而随着规范、规则的动态调整，赎罪金被逐渐整合到既定秩序

中来，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性赔偿秩序（李飞，2016）。正如霍贝尔所言，以赔偿来代替复

仇是原始社会法的一个明显发展趋势（霍贝尔，2006：308）。

（三）强国家、弱社会状态下的“命价”与赔偿

如上所述，在自由赔偿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博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国家

试图通过物质或金钱赔付来补偿受害人血亲放弃复仇的权利，但同态复仇仍然频繁发生，况且相关法律本

身就认可了同态复仇的合法性。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进而修订法律实施强制赔偿。虽然仍然

保留了对生命侵害行为的刑罚制裁措施，但在物质赔偿方面，自由赔偿阶段的协议赎罪金被法定罚金所取

代。在这一时期，复仇已不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金钱赔偿制度开始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并逐步得以推

广。国家法律在强制当事人之间就侵害赔偿达成协议的同时，也在着力强调对受害人赔偿需要的满足（张

民安，2002）。

从生命损害赔偿形式上看，法定罚金与赎罪金并无本质差异。只不过前者主要由法律规定，后者更多

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但在一些学者看来，罚金的法定化是从带有人身性质责任向财产责任转换的一

个明显标志（叶秋华、刘海鸥，2006）。像《萨利克法典》就对死亡赔偿额以及分配方式等环节都做了详细规

定。“任何人杀死一个自由法兰克人或遵守萨利克法律而生活的蛮人，应罚付 8 000银币，折合 200金币；杀

死替国王服务的男人或同样的自由妇女，应罚付 24 000银币，折合 600金币。”（《萨利克法典》，2000：24）在

赔偿金的分配方式方面，“如果某人的父亲被杀死，所有罚款中的一半应归儿子领取，其他一半由死者的父

系或母系方面的近亲分配”（《萨利克法典》，2000：42）。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死亡赔偿虽然还不够成熟，但

较之以往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如赔付对象范围的扩大、赔偿金额规定的详细程度以及明确传达出的补偿原

则，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赔偿体系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公共裁判的权力较之以往有大幅度的强

化。即在确立定价标准的同时，国家作为一个关键主体也参与到死亡赔偿的过程中来。此时，赔付的标

准、细则不能以当事人双方的协商为依据，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国家的意志。赔偿数额由作为国家代言人的

法官根据被害人的身份、地位、伤害部位以及侵害行为的发生场所等因素来计算。以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为标志，真正意义上的对物质性人格的侵害赔偿法律制度得以建立（杨立新，2002：16；杨立新，2008：35-
36），对生命的保护或者说死亡赔偿秩序再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这里顺及谈论一下中国社会。在中国古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法律对死亡赔偿的规定也日渐完

备。不过，特殊的宗法结构和浓厚的人伦观决定了这一方面的法律具有鲜明的“杂糅性”。甚至在某些时

候，人伦纲常会高于法律，使得官府在判定案件时不以法律本身而是从传统和儒家经义中来寻找断案的依

据。在这一点上，为亲复仇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国家在规定金钱、物质赔偿的同时，又承认为亲复仇的合

法性。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中，为亲复仇具有道德上的天然正当性和正义性，为社会所同情、

赞扬和肯定。相反，被害人亲属私和命案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不仅将遭到官府严惩，也会为社会舆论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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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张建国，1998）。如《孟子·尽心下》所云：“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

人亦杀其兄。”《公羊传》也有此说法：“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父弑，子不复仇，非子也。”由此，在这样的

文化环境中，“国家”与“社会”自然容易达成某种默契，况且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线本就模糊不清

（梁治平，1996：21）。民间为亲复仇被官方法律所默认甚至是“纵容”，也使这一生命赔偿方式在传统文化

中一直具有“合法性”的地位。另外，像唐代的“赎铜”、元代的“烧埋银”以及明代的“断付财产养赡”皆是中

国古代死亡赔偿较为成熟的形式（杨立新，2008：58-63）。但由于人伦纲常为立国之本，加之人命至重的

观念和重刑主义传统，中国古代死亡赔偿秩序整体上更偏重于惩罚性，而非填补死者近亲属的损失。因

此，还不具备现代民法意义死亡损害赔偿的属性。

可以说，死亡赔偿进入强制赔偿时期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权力不断强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作

为一个关键主体在赔偿秩序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也使赔偿由以往的个体（部族）与个体（部族）之间

的关系演化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复仇不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而协议赎罪金也为法定罚

金所取代，其赔偿细则、标准必须依据相应的国家法律，国家意志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凸显。不过社会的

力量虽有所消减，但在互动博弈中对国家的影响却一直在延续。甚至在一定时段、场合，二者还会自动达

成某种合意与妥协，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为亲复仇中就体现得尤为明显。换言之，我们强调国家在死亡

赔偿制度形态演变路径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这一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因为国家与社

会从来就不是分离的，这也说明了在死亡赔偿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联是一条非常重要

的线索。

由历史言及当下，“国家—社会”语境下的死亡赔偿制度形态及其秩序依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在死

亡赔偿法律日益健全，国家绝对主导相关话语权的同时，也要看到对死亡赔偿进行“私了”（如少数民族的

习惯法）依然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杀人偿命、血债血还这种朴素的意识仍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如藏族

地区的“赔命价”制度就从未退出当地社会纠纷解决的场域。在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政治制度和宗教文

化的支撑下，“赔命价”这种死亡赔偿方式与“正统”的国家法之间长期保持一种互动冲突的关系，并随着国

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嬗变，表现出适用上的正当、抑制或在国家法的阴影中私下适用等不同的运作方式

（淡乐蓉，2010）。这些包含了经验智慧和合理性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习惯法在国家法律冲

击下的形态、自我调试及其社会基础。

除少数民族习惯法外，官方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也有倡导“诉辩交易”（plea bargaining）之类的实践。

自诉辩交易被引介至国内以来，法学界争议声一直未断。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诉辩交易制度，但

散落在《刑事诉讼法》等法规中的“简易程序”、“刑事和解”以及《刑法》中关于“自首”、“立功”等规定都在某

种意义上蕴含了诉辩交易的元素。①2002年发生在牡丹江市被称为“中国诉辩交易第一案”的“王玉杰—孟

广虎”案更是将这一制度推向了法律实务界的风口浪尖。②而这种在西方大量使用的法律实践形式在某种

意义上就是国家在一定社会现实面前反复权衡并最终妥协的结果，国家与社会互动博弈的影子在此处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① 关于“诉辩交易”的争议主要在于这一制度的利弊都非常明显。当然很多人还对于该制度能否适应中国的国情，是否会引发诸多

不良后果存有疑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死亡这种后果严重的刑事案件，进行诉辩交易的难度或者争议声可能会更大。

② 案情及审理过程详见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6874/668713.html。

“国家—社会”视域下死亡赔偿秩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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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赔偿秩序演变的逻辑

死亡赔偿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秩序，它体现了人们对生命不同角度的理解以及对戕害生命行为的惩

处。当我们以长时段的镜头将死亡赔偿置于相对具体的历史坐标时，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这一制度形态

的形成与演化，国家与社会在其间的相互关系、实践特征、角色功能以及负载其上的道德、文明、习惯、法

律、意识形态等元素的浸润，这些都有助于厘清死亡赔偿秩序演变的逻辑基础。

在考察死亡赔偿秩序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了“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并根据双方的互动博

弈关系将其分为“强社会—弱国家或无国家”、“国家与社会制衡”以及“强国家—弱社会”三种理想类型。

虽有简化历史之嫌，但基本反映了二者的真实关系状态，也为剖析死亡赔偿制度的发展及其秩序演变找到

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可以说，死亡赔偿制度的原始复仇、自由赔偿和强制赔偿的三个阶段基本上是伴随

着上述国家与社会三种关系形态的演化过程。

以同态复仇取代血族、血亲复仇标志着人类迈出了理性解决死亡赔偿问题的重要一步。这种变化抑

制了复仇范围，限定了复仇对象，在满足了人们“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原始复仇观念的同时，也避免了族群

之间的过度仇杀，从而保证了人类早期社会的延续。这种“赔偿”方式是在国家出现之前和产生初期，人类

社会即将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时，依靠部族和个体力量完成的生命“定价”与救济。它是大多数人生命观的

一种直接体现，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和在死亡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即在戕害生命的惩处上就是

为了惩罚而惩罚，自己并不考虑任何物质补偿，浓重的道德伦理色彩在这里显露无疑。它也是社会力量和

社会自主性意志的一种自然昭示，基于当时普遍的习俗规则和既定秩序，完成了一种在原始“报”观念驱使

下的情感释怀和发泄，这种情感上的满足对于受害者亲属而言或许是一种最好的“赔偿”。

但正如上文所述，这种“赔偿”方式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进入生命的“定价”阶段。真正开始进入到

“定价”阶段的是自由赎罪金。赎罪金取代复仇是赔偿制度发展的又一重要形式，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身体

伤害，使受害人及其亲属能够获得必要的补偿以缓解仇恨。由此，生命赔偿抑或“命价”开始与物质、金钱

联系在一起。而这一赔偿方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出现和氏族部落的衰落。随着国家和私有

制的产生发展，氏族整体意识的弱化，社会成员的财产意识、补偿观念开始增强，对生命的看法和理解在逐

步改变，死亡赔偿形式从“以命抵命”的原始复仇向赎罪金转化也就不难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互动、博弈也日趋频繁，国家不断从社会夺取公共裁判的权力，法律对赎罪金的认可有力地冲击了

社会原有的死亡赔偿秩序，也在无形中导引着新的赔偿秩序的形成。而社会也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其固有

的文化传统、风俗、规范决定了国家无法完全按照自身意志来改变死亡赔偿制度的发展进程。如对同态复

仇的承认本身就是国家对社会自主性运行规律的默许；反过来，社会也开始参照法律，逐步采用协议赎罪

金这种赔偿形式。

不过赎罪金这种赔偿形式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依然是一种私力救济方式，其数额通常由当事人

双方协商确定。而当事人的决定往往受到情感因素影响难以达成协议，且如果加害人不能有效落实执行

原协议，这种赔偿便不能获得保障，受害方只能重新选择复仇，这就必然对赎罪金的法定化、规范化提出要

求。因此，当国家真正介入到死亡赔偿过程中，将生命定价的标准、规则从社会手中纳入到法律程序时，受

害人便不能再按照自身意愿来选择复仇或确定赎罪金的数额。此时，由国家的代言人——专职法官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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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对侵害他人生命的行为做出裁判，并给出相应的“命价”。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依靠公权力和法律

的形式逐渐成为定价的绝对主体。定价程序方面也由于国家的强力介入，从之前的私力救济（复仇、协商）

向公力救济（法律审判）的方式转变。相应地，基于互动中社会固有文化传统、习俗力量的减弱，定价赔偿

方式所负载的道德伦理色彩也在逐步消退，其理性化、法定化和规范化则得到加强，更加注重对死者亲属

的补偿而非对加害人的惩罚。至此，国家在与社会的互动博弈中最终占据了主动，在死亡赔偿制度上的表

现就是以国家为主导的赔偿秩序的形成。

不过即使在国家绝对主导死亡赔偿的现代社会，其相关法律同样还会受到来自大众舆论、公共传媒等

社会因素的影响，《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整部《侵权责任法》

都散发着社群主义的色彩和光芒。而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死亡赔偿进行“私了”依然是一种真实的社

会存在，杀人偿命、血债血还这种朴素意识仍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甚至官方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也有倡导

“诉辩交易”之类的实践。这些都构成了“国家—社会”视角下讨论死亡赔偿秩序演变的话域，从中也可以

窥探国家与社会在其间不断变动的权利边界、实践特征及其竞争、合作等互动关系。

最后提及一点，在稳定的秩序中，由于规则、规范和控制体系的完备，各种“事件”在现有框架下基本都

能得到妥善解决。而当不断有新的事件在既定秩序框架下溢出无法得到解决时，就意味着该秩序的内部

机制可能发生了问题，也就具备了演变的可能性（李飞，2016）。当然，秩序的演变是多因素不断动态调适

的结果。就死亡赔偿秩序而言，如上文所述有国家、社会等主体角色，也有道德、文明、风俗习惯、法律以及

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一种稳定的死亡赔偿秩序中，各种赔偿事件的解决都有相对稳定的预期，

无论是同态复仇、协议赎罪金还是法定罚金都是在国家或社会认可的既定规范下进行。而当大量死亡赔

偿事件在原有秩序框架下无法妥善解决，例如在自由赔偿时期，当协议赎罪金在当事人双方之间无法达成

一致时，法定罚金的适时出现就推动了死亡赔偿秩序从自由赔偿逐渐过渡到强制赔偿时期。而在当今社

会，文首提及的“同命不同价”事件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侵权责任法》的修订。由此，随着规范、规

则的动态调整，作为“异质性”因素出现的“事件”被整合到既定秩序中来，也就形成了新的相对稳定的结构

性赔偿秩序，这就是秩序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对于死亡赔偿秩序是如此，对于其他秩序也同样适用。

感谢郭星华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予以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提出的宝贵修改意

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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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Death Compensation Order on the Perspective of“State-Society”
LI Fei

Abstract：The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death compensation system on the perspective of“state-
society”.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ath compensation system: revenge, voluntary
compensation and compulsory compensation. Those three stag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ree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strong society- weak state or no state, the balance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strong state-weak society. Gradually, the state gains the upper hand in the“state- society”relationship.
As a result, the death compensation system is guided by the state. As a continuum, in spite of its increas⁃
ing power, the state is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from society.

Key words：State; Society; Death Compensation; Order;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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